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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驳案汇编》案例为研究对象

“事出有因”这一成语及用意

文言文中的“等因奉此”是古人熟悉
的公文套语，特定领域的文牍中则进一
步发展出一些更为独特的用语及表达方
式。以清代《刑案汇览》中搜集的刑部办
案文书为例，常见的“定例本有专条，引
断不容牵混”“律例分明，引断不容牵混”
等说法，体现刑部审核重案时审慎地审
查法律适用的妥当性，而“罪名出入攸
关，应令覆鞫妥拟”“罪名攸关出入，应令
另讯确情”等说法，则侧重对事实真相的
彻查。这些用语表述，既因其常见、常用
而成为某种“套话”，又因其精简、准确恰
当的表达成为“题眼”，结合具体案情，传
递办案理念。

相比之下，“事出有因”四字用途广
泛，屡见于清代律例案牍中仅是其一词
多用的一个方面，且其作为法言法语的
意义，单独看来并不明确，还需结合具体
语境方可把握。这使得该成语在清代法
制中的运用一言难尽、耐人寻味，笔者试
结合《大清律例》与《刑案汇览》一探究
竟。

清代制定律例多采列举主义，事项
具体而微，情节曲折详尽，试图最大限度
地排除办案官员运用自由裁量权。“事出
有因”词句，常被立法者用来指代某些值
得特殊对待或特别关注的情况。如《刑
律·贼盗·恐吓取财》中有条例规定，“凡
刁徒无端肇衅，平空讹诈，欺压乡愚，致
被诈之人因而自尽者，拟绞监候”，但如
果死者本身行为不端、道德有亏，“实系
奸盗等项，及一切作奸犯科有干例议之
人”，则刁徒讹诈并非凭空生事，死者丧
命“究属事出有因”，为此讹诈首犯“应于
绞罪上量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这一条例，以“事出有因”来概括一类影
响量刑的案件情况。

相应地，与定罪量刑无关的事项，则
不认定为可以宽贷的“事出有因”：《名
例·应议者犯罪》条例中，严禁宗室觉罗
人等利用身份特权优待而诬告讹诈，其

“事不干己”的滥控一旦查实，“所控事件
立案不行，仍将该原吿咨送宗人府，照违
制律杖一百，实行重责四十板”，严防宗
室为非作歹的立法态度还体现在，“其或
所控得实，但审因串诈不遂，捏情图准
者，亦照此例定拟。不得以事出有因，量
为援减”。

相关律例的实际运用，需要将抽象

的文本与复杂的案情互鉴，仍有赖于办
案官员精细酌量、准确认定。如《刑案汇
览》卷十九载“事不干己藉端吓诈自尽二
命”案，四川省陈于连发现有人失足溺水
身亡，死者亲属刘氏、李氏等并未报官
府，陈于连便恐吓刘氏“隐匿不报，有犯
重罪……若给钱数千文，方得无事”，刘
氏、李氏婆媳二人怕被控告，情急之下，
投河自尽。四川总督根据“刁徒酿命”条
例，认为死者自尽系“事出有因”、有错在
先，因而将陈于连拟杖流，刑部认为不
当，“详绎例意，事出有因系指其事与该
犯本有干涉因而藉端讹诈者而言，若其
事与该犯本无干涉乘机讹诈即属平空，
自不得谓之事出有因”“详核案情，陈于
连系李氏前夫之表兄，李氏之子牟润年
死由自溺，并非被人致死与私和人命不
同，该犯藉称亲属，辄起意邀允田雄、张
顺向李氏后夫之母刘氏吓诈，实属无端
肇衅，不得谓事出有因”，陈于连无端敲
诈勒索，逼迫一家两位妇女轻生，后果严
重，不得轻纵，因此驳案。

明确将案件内外的某些状况视为
“事出有因”并与宽减刑责联系起来，是
清代法律规定具体化乃至“泛道德化”的
体现；巧妙地将案件内外的具体情境依
照法律文本加以精细权衡以求妥当量
刑，如收紧“事出有因”的认定标准，以便
对“刁徒酿命”“宗室妄告”等罪行严惩不
贷，则是清代办案者的经验。《刑案汇览》
卷五十一收录“假差酿命死虽赌匪仍应
拟绞”案，死者张田等人聚众赌博，许兴
言冒充官差，携带锁链，向这群赌徒讹
钱，张田无钱，因畏惧而自杀。山东巡抚
认为死者赌博在先，被敲诈“事出有因”，
但刑部却认为许兴言冒充官差诈财，情
节恶劣，“未便以事出有因宽该犯缳首之
罪”，驳令巡抚重新拟断。

通过上述材料，可以归纳出两点：第
一，清人极为精细而综合地考量了案件
内外的各种情况，以从中筛选出一些可
能对案犯刑责产生影响的因素并具体规
定在律例之中，以备官员办案时不遗漏
对案犯从轻发落的可能性。但“事出有
因”只是笼统提示，难以直观把握，此类
规定的妥善落实，有待于办案者结合文
本 、法 意 与 案 情 来 阐 释 律 例 并 灵 活 运
用。从案牍材料来看，各省官员可能对

“事出有因”条款产生了误解，机械套用，
导致量刑失之于宽，而刑部复核时倾向
于斟酌案情与例文，对符合从严条款的
情节，排除“事出有因”，严惩不贷。

第二，《大清律例》中的“事出有因”
条款及相关司法实践，均衍生自传统中
国折狱“原情”的深层背景。无论是被谋
士借重的“忠之属也，可以一战”的“小大
之狱，必以情”，还是深植于儒家士大夫
心中的“哀矜折狱”“得情勿喜”等圣训，
其思路与行迹上均存在“赦事诛意·略迹
原心”（详见霍存福教授作《法言寻踪》）
的取向。习惯上一提“事出有因”“情有
可原”，就引入了道德伦理、社会习俗等
复杂多维的评价体系，带动“人情”“法
意”的交互作用，存在相关因素影响法律
评价的可能性。事实上，“事出有因，情
有可原”（《刑案汇览》卷五十一“私铸铜
钱私铸铅钱知情买使尚未行用”）的连
用，可构成办案人员更加明确的态度表
达。

然而，相比同样屡见于律例案牍中
的“情有可原”成语（如清例将“强盗”分
为“法所难宥”“情有可原”两类），“事出
有因”折射出更多的斟酌权衡的心迹。
如前所述，“事出有因”用法的广泛与灵
活（如“查无实据，事出有因”和“事出有
因，查无实据”中的差异），排斥“望文生
义”的简单化理解；“事出有因”的法律意
义，更离不开具体的律例语境与案件情
境。可以说，同系“原情”传统一脉的“事
出有因”与“情有可原”，其微妙差异在于

“可原”则立场较为明确，“有因”则有所
保留，但其共同点显而易见：在清代法制
中，均通过对某类状况、某些特殊因素的
提示，反映出某种广义之“情”（案内情、
案外情、情感等）与狭义之“法”（制定法）
间的张力。以下以两个“同罪异罚”的清
代案例为例，可更多地展示出情法之间
的难题。

仇杀案件中的“事出有因”

中国古代“杀人偿命”的理念与制
度，在遭遇“子报父仇”等伦理情境
时，往往要力保孝子不死，不惜借皇权
的 名 义 变 通 “ 王 法 ”， 以 维 护 官 方 倡
导、民间信奉的孝义传统，这明著于经
史 ， 不 乏 典 型 案 例 。 清 代 也 不 例 外 。

“孝子复仇”的罪之有无、刑之轻重，
《大清律例》 明文规定在“父祖被殴”
条：“凡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子孙
实时救护，而还殴非折伤，勿论。至折
伤以上，减凡斗三等。至死者，依常
律。若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
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实时杀死

者，勿论。”附例中还有一条相关：“祖
父母，父母为人所杀，凶犯当时脱逃，
未经到官，后被死者子孙撞遇杀死者，
照擅杀应死罪人律，杖一百。”但仇杀
案件中如何给凶手定罪，视其结仇之

“因”、寻仇之“事”，变数很多。
首先看乾隆十一年 （1746 年） 直

隶赵如勋案。直隶定州人赵如勋杀死赵
宋后投案，自称是为父报仇。赵如勋自
称十五年前，自己十四岁时，父亲被赵
宋等人合谋杀害，而真凶逍遥法外，得
知复仇未报的当时，因母老弟幼，自己
只好忍耐，等到母亲去世，弟弟能自食
其力，了无牵挂，他决意冒死复仇。然
而，其供述的，其父赵龢当年实际被赵
简、赵宋同殴致死，因赵简一口咬定是
独自下手，致使赵宋脱罪逍遥法外等情
况，仅为“一偏之辞，出自其已葬之母
之口”。也就是说，赵龢被杀一事，结
案十五年之久，了解赵龢死亡内幕的赵
龢之妻与赵宋，均已不在人世，赵如勋
所言，缺乏佐证。当地官员并未进一步
查明赵如勋是否言之有据，就要将赵如
勋科以死罪，根据赵如勋的供述，拟定
死刑判决，经直隶总督报中央复核。案
卷到达刑部，刑部直隶司郎中袁德达聚
焦事实与证据提出质疑。

袁德达以科举出身的儒者身份而任
职刑部，尤其关注对案犯的罪与罚有深
度影响的“孝子复仇”情节能否成立。
如果赵如勋确实是报父仇，则执法者有
必要根据当朝推崇的忠孝核心价值，将
复仇的孝子与一般杀人犯相区分，量刑
上从轻发落。袁德达指出：赵如勋犯案
的背后，是否牵涉到十五年前其父被杀
的旧案，旧案判罚有无不公，都是足以
影响到赵如勋行为的性质乃至生死的问
题。对此，“承审各官曾不察核，该总
督亦遂依违奏当”，从州县官到省级高
官，均不肯调查清楚事实，这于情于法
都说不通：法有明文，故意杀人当斩，
案卷中却又交代了疑似孝子复仇的情
节，却又不肯对赵如勋口供所提供的线
索加以核实。“以不赦之罪，傅可原之
情”，不能使人心服。具体而言，赵如
勋要么是想找借口逃避死罪的奸诈暴
徒，要么是为父复仇奋不顾身的老实孝
子，目前两种情况均不能排除。如果赵
如勋是前一种人，说谎以求偷生，则此
人死有余辜，定案阶段如果不能戳破其

“复仇”的幌子，其在监候等待秋审行
刑的过程中，还有可能凭借“复仇”情

节而侥幸延缓行刑，实质上得免一
死。若令暴徒逃避死刑制裁，司法何
以惩恶？如果赵如勋是后一种人，即
坚定的复仇者，应审视旧案，了解其
父被杀的真实情况，区别处理。旧案
若真如赵如勋其母所知，殴杀赵龢的
不止一人，而官府未能将全部真凶一
一绳之以法，则旧案不妨改正，赵如
勋也确实是忍辱负重报了杀父之仇，

“应从宽典”。若旧案办理无误，赵如
勋杀错了人，但他小小年纪就听信母
言，痛伤父命，含恨十五年，自以为
要报父仇，其情可悯，在量刑上不妨
与寻常谋杀稍微体现出区别。

总之，真相还模糊未明，判决有
多种可能，办案者不可迁就一面之口
供，也不可拘泥于重罪条文。袁德达
将其上述态度贯彻在刑部批驳直隶总
督死刑拟断的公文当中，要求此案应
令地方官再行调查清楚、做到证据确
凿 ， 再 相 应 定 罪 量 刑 上 报 。 奉 旨 ：

“ 部 驳 甚 是 ， 依 议 。” 最 终 ，“ 狱 再
上，报仇明白”，即是说赵如勋之父
确实死于共殴，赵如勋确实是为报父
仇而杀人。此案的礼教背景，在郑虎
文 《赵孝子诗》 结尾展露无遗：“我
皇盛德如天仁，孝子不死万木春”，
国法杀人当死，而“孝子复仇”属法
外施仁、从轻发落的“事出有因”。
因此孝子“得减戍”，即免死从流。

而在更早的康熙朝蓬莱王恩荣案
中，量刑又独具一格。陆以湉在 《冷
庐杂识》 卷二 《复父仇》 篇中，记叙
蓬莱王孝子复父仇，“竟得开释，复
功名”，称赞“典狱者贤能，能体圣
天子孝治天下之意也”。根据全祖望

《王孝子传》，王恩荣九岁时，父亲王
永泰因故与县小吏尹奇强起争执，被
尹奇强打死。祖母王刘氏讼官，仅得
埋葬银十两，尹奇强未获罪。王刘氏
因此伤心自尽。母亲刘氏从此守寡，
抚养王恩荣三年后，病重身亡，死前
把十两埋葬银留给王恩荣，要他不可
忘记这种深仇大恨。王恩荣因贫寒，
依附其舅度日，卧薪尝胆地读书，有
报仇之意，“稍长，补诸生，誓于父
柩前，寻仇，以斧自随”。但其舅劝
告他，“杀人者死，是国法也”，若因
报仇而死，则王家绝后，其父无人祭
祀。王恩荣流涕听命，年二十八，其
儿子降生，于是决意复仇。两次遇尹
奇强，他未能用斧头砍死对方。尹奇

强远遁栖霞，八年后偶返蓬莱，途经
小巷，王恩荣突然出现，连劈带踢，
取尹奇强性命，然后赴县自首，说明
复仇之情。但尹奇强家属声称王永泰
当年死于自缢，县令欲开棺验尸，王
恩荣宁死不忍暴露亡父尸骸，叩头出
血。县令恻然，径详法司，法司议
曰：“古律无复仇之文，然查今律，
有杀擅行凶人者，予杖六十，其即时
杀死者不论，是未尝不教人复仇也。

（王） 恩荣父死之年尚未成童，其后
迭杀不遂，虽非即，犹即矣。况其视
死如饴，激烈之气有足嘉者。相应特
予开释，复其诸生。即以原贮埋葬银
还给尹氏。”陆以湉对比唐李肇 《国
史补》 所载衢州余长安复父叔二人之
仇被大理寺断死之事，及唐宪宗时，
梁悦复父仇，流循州，“自后多得减
死，然犹不免于戍，如明之何竞、张
震皆然”，称赞本朝有王孝子事，今
胜于古。

站在今人的立场上，换个角度来
看，“孝子报仇”类案件，古代办案者存
在典型的以“事出有因”寻求减免罪责
的考量，但同出于倡导孝义的价值观
念，量刑上竟也有杀有生，生者有减死
从流，有无罪开释。其间的差异，恰恰
可以说明，在清代，这一大类“难办案
件”中，“事出有因”的复仇裹挟礼法强
力影响案件的裁量，而国法也同样主
张其存在与权威。古往今来，每个复
仇案中，均有情与法的交锋。如何对

“事出有因”作法律上的权衡，兼能取
信于民众，或许应是法治中国建设中
一重艰难而有意义的追寻。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法学
院）

清代“重情”案件复核程序
设计差异的原因

在清代“重情”案件复核的司法实
践当中，督抚在程序上基本遵循了律
例中所规定的相关程序，即根据需要
复核案件的情节轻重程度来用不同的
方式向中央报送案件，或是“咨”，或是

“具题”，或是“具奏”。而在“重情”案
件复核中司法程序进行差异化设计主
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法律理想的导向。自春秋决狱以
来，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儒法合流并
具体地表现为德主刑辅的历史现状，
已是学界不争的事实，而儒家礼法思
想的落脚点正是在于“仁心”。在现实
中，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亦均以“仁政”
来自我标榜，而除“养民生息”外，统治
者“仁政”的最主要体现即是在司法活
动中“矜老恤幼”“慎刑慎罚”，其中尤
以“人命”为重，因为“人命关天”，而古
代的皇帝即“天”在人间的代表，所以
在“重情”案件的复核程序中对事关人
命的案件必然予以更多的关注与要
求，这正是传统法律价值与理想的体
现。

皇帝集权的需要。在清代的权力
结构设计中，皇帝、督抚、州县三者在
其各自的治域中基本拥有绝对的权
力，而后者的权力范围及运作模式亦
几乎是前者在更小治域内的缩影。由
于当时案件数量的日益增多，以及案
件处理对专业性要求日益提高，故皇
帝在权力结构的设计中不得不做出适

当的分权与妥协。因此督抚对其治域内
的寻常徒流“重情”案件的处理拥有较大
的自主权，仅需要通过“咨”这一层级较
低的公文形式报部核覆。但分权的前提
无疑是不能对皇帝的专制集权产生实质
上的损害，所以皇帝通过刑部这一个专
门负责司法审判的职能机构辅助其办理
司法事务以牢牢控制“重情”案件的最终
裁决权。同时亦以“重情”案件复核这一
程序通过实现刑部对督抚的监督和控
制，故对督抚在上报判拟死刑以上的案
件时就必须采用具题或具奏这一层级较
高的公文形式。

综上可知，“重情”案件复核方式因
情节不同而有所差异的司法程序设计原
因有二，除了特别慎重人命之外，另一个
相关意图，即维护皇帝的集权专制。

咨部案件复核的方式

在《驳案汇编》中有明确注明“咨”的
案例有 90 件，在这些案例里督抚审拟首
犯的最高量刑是发遣极边四千里，最低
量刑是照例收赎即仅处以罚金刑，其中
有关系人命的案件 61 件，其办理情况基
本符合《大清律》第四百一十一条附例的
规定，即“徒流军罪案件均须于督抚审结
后咨部。或按季咨部，或专案咨部，年终
汇题，其情形不一”。由此可见，督抚在
情节较轻的“重情”案件复核中均是采用
了“咨”的这一方式直接对刑部，而皇帝
则通过对个案案件结果的裁定与对“咨
部”案件年终汇题进行总裁的方式参与
到司法运作当中。在《驳案汇编》所收录
的“咨部”复核案件则集中体现了清代的

皇帝通过刑部这一专门的辅助机构，对
督抚在其司法分权结构中拥有较大自主
权的死刑以下案件定拟领域的强势介入
与控制，而咨部案件复核的基本程序模
式有如下三种：

（一）驳令再审
督抚将案件直接咨达刑部，刑部对

案件复核后认为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有
问题时即指驳具体的问题要求督抚进行
查明或说明，督抚接获部咨后，应行再
审，在查明案件或做出说明后再次将案
件 报 刑 部 复 核 （部 驳 一 般 不 超 过 三
次），直至刑部对督抚拟定的案件再无
异议后，即由刑部以题本奏闻于皇帝，
奉旨依议后判决始生效，在 《驳案汇
编》 咨部案件按此程序流转的案例有
77件。

（二）直接改判
对督抚咨部的案件刑部也可以不驳

令再审直接依据律例改正，而刑部直接
改正的判决，亦须以题本奏闻于皇帝，
在奉旨依议后，咨复该督抚，该督抚接
获部咨后应依部咨执行。在 《驳案汇
编》 咨部的案例中即有 8 个案件是刑部
在未同意督抚拟定意见时由其自己直接
改判后报皇帝批示的，这 8 个案件中刑
部直接改判的原因分别是明显的适用法
律错误，未按律例定拟 6 件，因比附不
当而导致量刑错误 2 件，其中 7 个案件
的最终量刑均为加重，1 个案件的最终
量刑为减轻。

（三）咨请部示
在案件审理的整个“转审”过程，清

代各个审级之间并无“审判独立”这一概

念，因此督抚在审理过程中遇到疑难问
题，其亦可以通过“咨请部示”的方式向
刑部请示如何处理相关情况。在《驳案
汇编》咨部的 90 个案例中，其中咨部请
示如何办理的有 4 件，而督抚将案件咨
部的主要原因是因法律无明确规定，而
比附又无实在把握，所以请示刑部如何
办理或对相应的律、例适用作出解释，相
关的案件在请示到刑部后，通常由刑部
提出应对意见即“部拟”后报皇帝批示作
出最后处理办法的决定。

具题、具奏案件复核的方式

《大清律》第四百一十一条规定：“至
死罪者，在外听督抚审录无冤，依律议
拟，司法复堪定议奏闻。回报，委官处决
……”本条所称之“奏闻”，即系指督抚在
经转审拟定判决意见后以题本具题，或
以奏折具奏的形式将案件审拟意见奏闻
于皇帝。而该律的附例则对具题与具奏
的情况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原则上，对于
寻常死罪案件，督抚应专本具题，情节重
大的死罪案件督抚则应专折具奏。

（一）驳令再审
各省督抚通过具题或具奏的方式将

案件报中央审判机构复核时，若三法司
（或刑部）在复核后认为案件存在事实不
清、律例适用错误或比附不当等情形时，
其 可 将 原 拟 驳 回 再 审 。《大 清 律 例》第
409 条（官司出入人罪）附例规定：“凡督
抚具题事件内，有情罪不协，律例不符之
处，部驳再审。”而《大清律例》第 422 条

（断罪不当）附例则规定：“凡斩绞案件，
如督抚拟罪过轻而部议从重者，应驳令

再审。如拟罪过重而部议从轻，其中
尚有疑窦者，亦当驳令妥拟。”且同样
驳审的拟判仍须奏闻皇帝，俟皇帝裁
决，方可定案。在《驳案汇编》中除咨
部的案例外，共有 209 个案例是被驳
回要求再审的，其中驳回一次的案例
有 180件，驳回两次的案例有 29件。

（二）直接变更
以刑部为首的三法司作为清代的

中央审判机构，其在复核具题、具奏的
“重情”案件时，除了上述驳回让地方
督抚重审再拟的方式外，具体的案件
也可以不经驳审程序流转回地方再
审，一是由皇帝直接确定终审，二是由
刑部（三法司）直接作出部拟，通过题
奏的方式奏闻于皇帝，经皇帝裁决后
最终将案件定案终审。而《驳案汇编》
中共收录了此类案例 83 个，现将这些
案例具体分类如下：

1.复核依议的判决
在上述的 83 个案例中，其中有

18 个案例是刑部在复核中对督抚所
拟定的判决意见完全予以认同，并拟
定“应如该抚所题完结”之类的核覆
意见后奏闻于皇帝。但这 18 个案例
出现在 《驳案汇编》 中，其原因在于
握有最终裁决权的皇帝直接对督抚的
初拟及刑部的复核提出了意见，即此
时皇帝不再仅限于程序性地对议拟的
判决作出裁定，而是深度地参与到案
件审理的司法活动当中，对特定案件
提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其主要有以
下三种情况：一是提出异议的反对意
见，要求改拟；二是提出认同的意

见，要求立法；三是提出疑问的意
见，要求议奏。但不论是何种情
况，其均是凸显了清代司法实践中
司法权对皇权的依附。

2.复核直接改拟的判决
各省督抚通过具题或具奏方式

报中央司法机构复核的案件，如刑
部（三法司）认为案情认定虽然妥
当，但适用律例错误或情罪不符的，
其亦可以直接改拟判决奏报皇帝裁
决。

《大清律》第四百二十二条（断
罪不当）附例规定：

“凡斩绞案件，如拟罪过重而部
议从轻，……傥刑部所见既确，改拟
题复，不必辗转驳审，致滋拖累。”

而刑部直接改拟又分两种情
况：一是所复核的案件完全不进入
驳审环节而由刑部直接改拟；二是
所复核的案件进入了驳审环节，刑
部在督抚再次审拟的基础上直接改
拟。而后者在《驳案汇编》的案例收
录中与进入驳审程序的案例存在重
合，且前文已做论述，故在此仅就未
进入驳审环节而由刑部直接改拟的
案件进行讨论。

在本节前述的 83 个直接议拟
的案件中，有 65 个案例是未进入驳
审环节，而在复核的过程中刑部等
中央司法机构直接对督抚所拟的判
决做出了改拟，而其直接改拟的原
因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律例存在
漏洞，为完善法律直接改拟奏报后
定做新例或通行；二是因量刑不当
导致情罪不符；三是适用律例错误。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
法学院）


